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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研究
———以盐城丹顶鹤、麋鹿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

张　 宏１，２，黄震方１，∗，方叶林３，涂　 玮１，４，王　 坤１，５

１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２ 江苏电大昆山学院， 苏州　 ２１５３００

３ 安徽大学商学院，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４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南京　 ２１１１００

５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

摘要：环境教育是当前生态旅游研究中的热点论题。 本研究基于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及环境教育效果

４ 个结构变量，以生态旅游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盐城丹顶鹤保护区和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盐城麋鹿保护区为例，构建湿地自然

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影响结构关系模型，深入分析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生态旅游地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分异及其影响因

素。 结果表明：①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均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正向影响。 丹顶鹤保护区生态旅游动机

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对环境教育效果均产生正向影响；麋鹿保护区生态旅游动机、

环境教育途径均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正向影响，环境教育感知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②在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

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 ３ 个分维度上，丹顶鹤保护区分别以一般生态旅游动机、常规环境教育途径、表层环境教育感知为主，麋

鹿保护区则分别以严格生态旅游动机、专门环境教育途径、深度环境教育感知为主。 ③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生态旅游地游客环境

教育效果存在差异。 丹顶鹤保护区游客环境教育效果主要集中在态度、行为效果上，意识效果为辅，知识、技能效果作用较小；
麋鹿保护区游客环境教育效果则以知识、态度效果为主，行为、技能、意识效果均起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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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ｈａｄ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ｗｅ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ｋｉｌ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ｅｒｅ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ｗ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ｎｙ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Ｙａｎｃｈｅｎｇ Ｃｉｔｙ

我国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开展了生态旅游，而旅游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随之突出［１⁃３］。 学者们普遍认为环

境教育是生态旅游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必备要素［４⁃５］。 生态旅游中进行环境教育有利于提高旅游者环境意识

和生态知识普及，妥善解决区域环境问题，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 这也与国家目前正在大力倡导的

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美丽中国的要求相吻合。
根据已有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关于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开展了较多研究，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生态旅游

环境教育的目的与意义［６］、知识与内容［７］、手段与方法［８⁃９］以及地位与功能［１０⁃１１］等方面，也有学者对环境教育

的兴趣、动机、参与及效果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１２⁃１３］，还有学者就中国、澳大利亚旅游者对待自然、动物

和环境问题的态度进行了比较研究［１４］。 但对于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的研究还较少涉及，代表性的是李文明

等［１５］尝试构建了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鄱阳湖国家自然保护区为案例地进行实证研究，
表明环境教育干预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而从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影响因素角度进行深入分析的研究则更

显薄弱，报道不多。 因此，本文以盐城丹顶鹤、麋鹿 ２ 个国家自然保护区为案例地，基于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

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及环境教育效果 ４ 个结构变量，构建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影响因素结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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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关系模型，分析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的各影响因子，探究其内在规律，提高旅游者环境教育效果，使之表现

出适宜的环保行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１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１．１　 研究假设

１．１．１　 生态旅游动机

（１）生态旅游动机与环境教育效果的关系。 动机是人类复杂行为背后的力量源泉，指向个体内部需要和

想法，产生个体的一种不平衡状态［１６］。 许多研究分析了旅游动机对环境教育效果的影响，如 Ｋａｍｒｉ 等研究发

现旅游者怀着锻炼技能、挑战自然等不同的生态旅游动机，使得他们在 Ｂａｋｏ 国家公园里的相应能力得到

提高［１７］。
（２）生态旅游动机与环境教育感知的关系。 旅游动机影响旅游者的环境教育内容感知［１８］。 但不同生态

旅游动机旅游者的环境教育内容感知不尽相同，如 Ｂａｃｋｈａｕｓ 等研究发现本地的休闲放松动机旅游者更多倾

向于感知娱乐活动内容，外地的学习考察动机旅游者更多倾向于感知动植物知识和当地文化［１９］。
１．１．２　 环境教育途径

（１）环境教育途径与环境教育效果的关系。 合适的环境教育途径能够增加旅游者的亲身体验，使得旅游

者养成适当的行为，保护生态环境［２０］。 相反，如果教育途径缺乏，旅游者的教育目的没有得到满足，旅游者会

形成负面教育效果［２１］。 如 Ｐｏｒｔｅｒ 等研究发现，在 Ｆｒａｓｅｒ 岛自然保护区，阅读了生态教育手册的旅游者，懂得

采用适当行为与澳洲野狗接触［２２］。
（２）环境教育途径与环境教育感知的关系。 Ｓａｒｋａｒ 等发现，通过采取传单、书籍、粘贴海报、视频广播及召

开研讨会等环境教育措施，当地居民和旅游者对生态知识感知明显提高，支持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

保护［２３］。 所以，提供令旅游者满意的生态旅游环境教育体验可以增加旅游者对生态环境知识感知［２４］。
１．１．３　 环境教育感知

游客环境教育内容感知直接决定了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２５］。 研究表明，旅游者对保护区的感知、态度

与环境保护参与意愿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决定其环境保护行为［２６］。 相反，如果缺乏环境知识感知则会影

响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愿和行为［２７］。 Ｃｈｉｕ 等研究也表明，游客感知、满意度、活动参与度能提高旅游者的环

境保护行为，其中游客感知对环境保护行为产生直接影响，满意度和活动参与度扮演部分媒介作用［２１］。
结合上述研究成果，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Ｈ１：生态旅游动机对环境教育效果有正向影响；Ｈ２：生态旅游动机对环境教育感知有正向影响；Ｈ３：环境

教育途径对环境教育效果有正向影响；Ｈ４：环境教育途径对环境教育感知有正向影响；Ｈ５：环境教育感知对环

境教育效果有正向影响。

图 １　 假设结构关系模型

Ｆｉｇ． １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ｍｏｄｅｌ

１．２　 结构关系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假设，构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影响因素

结构关系模型（图 １），此模型是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结

构方程模型，由 ４ 个基本维度（潜变量）和 ５１ 个观测变

量构成。 其中，①“生态旅游动机”维度包括：ｘ１ 来保护

区度假游玩；ｘ２ 观赏保护区自然生态美；ｘ３ 对保护区保

护对象感兴趣；ｘ４ 了解保护区生态系统知识；ｘ５ 通过保

护区户外活动来锻炼身体；ｘ６ 参与社区、学校或公司提

供的生态教育活动；ｘ７ 对保护区进行科学考察；ｘ８ 学习

湿地生态保护技能，参与湿地生态保护活动；ｘ９ 对孩子

进行生态环境教育；ｘ１０ 为了与家人或朋友度过有意义

３　 ２３ 期 　 　 　 张宏　 等：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研究———以盐城丹顶鹤、麋鹿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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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天。 ②“环境教育途径”维度包括：ｚ１ 本湿地自然保护区环境解说牌；ｚ２ 高素质导游解说；ｚ３ 参观生态博

物馆；ｚ４ 印有环境教育内容的游客指南；ｚ５ 本保护区针对学生团体的环境教育；ｚ６ 为专业人士提供的环境教

育光盘；ｚ７ 针对旅游者开展的环境教育网络宣传；ｚ８ 供游客参与的专场环境教育活动。 ③“环境教育感知”维
度包括：ｙ１ 本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知识介绍；ｙ２ 环境问题介绍；ｙ３ 本保护区保护对象知识介绍；ｙ４ 生态

保护法律法规介绍；ｙ５ 本保护区历史文化知识介绍；ｙ６ 环境保护技能介绍；ｙ７ 生态旅游者的概念及内涵介

绍；ｙ８ 本保护区保护意义介绍。 ④“环境教育效果”维度包括：ｈ１ 对保护区生态系统知识有基本了解；ｈ２ 对保

护区环境问题有基本了解；ｈ３ 对保护区保护对象知识有基本了解；ｈ４ 对生态旅游概念及其特点有基本了解；
ｈ５ 对保护区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有基本了解；ｈ６ 爱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ｈ７ 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ｈ８
有帮助旅游者获得相关生态知识意识；ｈ９ 有生态知识主动学习意识；ｈ１０ 有环境问题忧患意识；ｈ１１ 具有一定

的废弃物处理能力；ｈ１２ 具有对保护区保护对象及生物多样性观察能力；ｈ１３ 具有选择对环境干扰最少旅游路

径能力；ｈ１４ 具有鉴赏、感悟生态美的审美能力；ｈ１５ 能够提出环境教育效果优化建议；ｈ１６ 尊重保护区生态环

境脆弱性；ｈ１７ 游览中尽量减少对野生动植物干扰；ｈ１８ 加强对湿地旅游者生态保护教育与管理；ｈ１９ 愿意为

保护湿地野生动物进行付费或公益捐款；ｈ２０ 人不能为满足自己而透支后代环境资源；ｈ２１ 旅游中产生的垃圾

能够丢进垃圾桶或带走；ｈ２２ 游览中不投喂或攀折野生动植物；ｈ２３ 走设计路线，不干扰野生动物栖息地；ｈ２４
劝阻或举报针对保护对象的违法行为；ｈ２５ 积极参与自然保护区环境保护、建设。 以上指标是在充分借鉴以

往研究成果基础上并根据本研究案例地实际情况选取得出。

２　 数据采集与问卷设计

２．１　 研究区概况

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 ４５．３ 万 ｈｍ２，主要保护滩涂湿地生态系统和以丹顶鹤为代表

的多种珍禽，为全世界最大丹顶鹤越冬地。 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较晚，但现已成为江苏省内有一定知名度的

湿地生态旅游示范区和观鸟胜地。 具有以下特点：（１）主要生态旅游资源是丹顶鹤及其它湿地珍禽观赏等。
（２）旅游接待人数自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分别为：６．９、８．０、９．３、７．９、６．７ 万人次（２０１２ 下半年开始受国家政策调整

影响，接待人数减少），虽然游客接待量呈增长趋势，但总接待量较少。 （３）市场客源结构以省内及周边城市

为主，旅游方式以自驾游为主，团队游客较少（省内游客占 ８２．１％，其中盐城占 ２８．９％，省外占 １７．９％）。 （４）旅
游接待设施不够完善，目前设有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丹顶鹤博物馆、观光电瓶车、环湖游道、旅游商店等，生
态旅游体验参与性活动设施缺乏，缺少住宿、餐饮等服务设施（仅能提供少量方便食品） ［２８］。 参考汪德根

等［２９］论文，结合旅游地生命周期各发展阶段特征及案例地现状，判定丹顶鹤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为“起步阶

段”。
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 ７．８ 万 ｈｍ２，是世界上最大的麋鹿自然保护区，其地貌由芦荡、草

滩、林地、沼泽地等组成，属于典型黄海滩涂型湿地，２００２ 年被列入了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保护区生态旅游发

展较早，现为国家 ４Ａ 级旅游景区（正筹备申报 ５Ａ 级景区）。 具有以下特点：（１）主要生态旅游资源是麋鹿种

群、习性、饲养观赏。 （２）旅游接待人数自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分别为：６６．７、６７．９、６７．０、５６．８ 万人次，游客接待量

稳步增长，接待总量较大。 （３）市场客源结构较为成熟，游客以省内及周边城市以主，省外以长三角地区为

主，兼有台湾、浙江、山东、陕西等地区游客。 旅游方式以自驾游为主，及部分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游（省内游客

占 ７６．２％，其中盐城占 ２５．１％，省外占 ２３．８％）。 （４）旅游接待设施较为完善，已经建成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
观鹿台、麋鹿苑、科普展示中心、观光电瓶车、景区道路交通、土特产购物中心等旅游接待设施，能基本满足游

客吃、住、行、游、购、娱等需要［３０］。 综上所述，判定麋鹿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为“稳定发展阶段”。
２．２　 问卷设计及调查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作为资料获取的主要途径，问卷内容由结构模型中的 ４ 大维度及被调查旅游者人

口统计学特征组成。 问卷采用五分制李克特量表方法，以“非常不符合—非常符合”分别对应 １—５ 分评估标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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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２７ 日，分别对丹顶鹤保护区和麋鹿保护区旅游者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调

查前首先询问游客是否游览完毕，对游览完毕的游客采用现场发放和当场回收的方式进行问卷调研。 同时，
考虑到年龄、职业、性别、月收入、客源地、团队游、自助散客游等差异，对被调研对象进行多向度选择。 共发放

问卷 ７２０ 份 （丹顶鹤保护区与麋鹿保护区各 ３６０ 份），回收 ６９４ 份，其中有效问卷 ６３２ 份，问卷回收率为 ９６．
４％，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８７．８％。 运用 ＳＰＳＳ 统计软件、ＡＭＯＳ 结构方程模型软件对问卷进行处理和分析。

３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３．１　 样本结构统计结果

由表 １ 可知，到访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者男性多于女性；年龄分布上主要以中青年游客为主，其中 １９—
４５ 岁游客所占比率较大；从职业上看，教师与专业技术人员、企业职工及私营业主、学生是主要出游人员；学
历以大学本（专）科为主；从月收入上看，以中高收入为主。

表 １　 调查问卷人口统计学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人口统计
Ｄｅｍ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

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丹顶 鹤 保 护
区占比重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ｄ⁃ｃｒｏｗｎｅｄ
ｃｒａｎ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

麋鹿 保 护 区
占比重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ｅ

人口统计
Ｄｅｍ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

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丹顶 鹤 保 护
区占比重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ｄ⁃ｃｒｏｗｎｅｄ
ｃｒａｎ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

麋鹿 保 护 区
占比重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ｅ

性别 男 ５４．４５％ ５６．１７％ 职业 离退休人员 ８．３５％ ９．５３％

Ｓｅｘ 女 ４５．５５％ ４３．８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其他 １５．６２％ １３． ３０％

年龄 ≤１８ 岁 ５．４１％ ６．０７％ 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２３．３５％ １７．１７％

Ａｇｅ １９—３５ ３２．６３％ ３１．９１％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高中 ／ 中专 ２１．２０％ ２５．４４％

３６—４５ ３２．６６％ ３６．９８％ 大学本（专）科 ５０．３２％ ５１．９２％

４６—６０ ２１．６７％ １８．５９％ 硕士及以上 ５．１３％ ５．４７％

６０ 岁以上 ７．６３％ ６．４５％ 月收入 ≤２０００ 元 １１．９４％ １８．３６％

职业 学生 １３．０２％ １８．３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２００１—３０００ 元 ３２．３１％ １７．５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党政干部及公务员 ９．１８％ １０．４６％ Ｉｎｃｏｍｅ ３００１—５０００ 元 ２６．３８％ ３３．４２％

企业职工及私营业主 ３５．９２％ ２２．８８％ 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元 ２６．０１％ ２７．６７％

教师及专业技术人员 １７．９１％ ２５．５１％ １０００１ 元以上 ３．３６％ ３．０２％

　

３．２　 量表信度和效度检测

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本文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总量表的克朗巴赫系数 α 为 ０．９６４，４ 大基本

维度中，“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环境教育效果”克朗巴赫系数 α 分别为

０．８３７、０．８７５、０．８８３、０．９５４。 α 值达到 ０．８ 及以上即可认为一致性信度很好［３１］。 从表 ２ 中可看出 ４ 大基本维度

的 ＫＭＯ（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值介于 ０．８４３—０．９３１ 之间，总量表为 ０．９３５，均大于 ０．７。 巴特勒球形检验值介于

１２６２．５９９—１２２４９．６１１ 之间，总量表为 １２２４９．６１１，均在 ０．０００ 水平下显著相关，表明本研究量表具有较高的

效度。
３．３　 整体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３．３．１　 测量模型检验与修正

对 ２ 个案例地数据与假设模型结构拟合度分别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初始假设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均没有达

到理想状态。 模型修正的第一步，将路径系数不显著的 ４ 项（ｘ７、ｘ９、ｘ１０、ｈ１５）指标删除（＜０．５） ［３１］，发现拟合

指标有所改善。 根据 ＡＭＯＳ 输出报表中的修正指数发现，２ 个案例地中，“生态旅游动机”基本维度中 ｘ３ 和

ｘ６，ｘ６ 和 ｘ８，“环境教育途径”基本维度中 ｚ１ 和 ｚ２，ｚ３ 和 ｚ４，ｚ４ 和 ｚ５，ｚ６ 和 ｚ７，ｚ７ 和 ｚ８，“环境教育感知”基本维

度中 ｙ１ 和 ｙ２，ｙ１ 和 ｙ４，ｙ２ 和 ｙ３，ｙ２ 和 ｙ５，ｙ３ 和 ｙ４，ｙ４ 和 ｙ５，ｙ４ 和 ｙ６，ｙ５ 和 ｙ８，ｙ７ 和 ｙ８，“环境教育效果”基本

维度中 ｈ１ 和 ｈ２，ｈ１ 和 ｈ５，ｈ１ 和 ｈ６，ｈ２ 和 ｈ４，ｈ２ 和 ｈ６，ｈ４ 和 ｈ５，ｈ６ 和 ｈ７，ｈ８ 和 ｈ９，ｈ９ 和 ｈ１０，ｈ９ 和 ｈ１４，ｈ１１

５　 ２３ 期 　 　 　 张宏　 等：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研究———以盐城丹顶鹤、麋鹿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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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ｈ１２，ｈ１２ 和 ｈ１３，ｈ１３ 和 ｈ１４，ｈ１６ 和 ｈ１７，ｈ１７ 和 ｈ１８，ｈ２１ 和 ｈ２２，ｈ２１ 和 ｈ２３，ｈ２２ 和 ｈ２３，ｈ２３ 和 ｈ２４，ｈ２４ 和

ｈ２５ 变量间的修正指数均较高，可以考虑建立它们之间关联，减少模型卡方统计量，增加显著性 ｐ 值。 同时发

现，ｈ１９ 指标在丹顶鹤保护区的修正指数过高，删除该指标有利于统一 ２ 个案例地假设模型，以便后续研究。
最后，修正后的测量模型包含 ４６ 个观测变量。

表 ２　 总量表与分维度量表信度及效度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量表类别
Ｓｃａｌ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ＫＭＯ（Ｋａｉｓｅｒ⁃
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值
ＫＭＯ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球体检测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ｓｐｈ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卡方检验
Ａｐｐｒｏｘ．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自由度
ｄｆ

显著性水平
Ｓｉｇ．

总量表 Ｔｏｔａｌ ｓｃａｌｅ ０．９３５ １２２４９．６１１ １２７５ ０．０００

生态旅游动机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０．８４３ １３４７．１５５ ４５ ０．０００

环境教育途径 Ｗａｙ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８５５ １２６５．６１６ ２８ ０．０００

环境教育感知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８６６ １２６２．５９９ ２８ ０．０００

环境教育效果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９３１ ６１４７．３２１ ３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３．２　 结构模型检验与修正

根据 ＡＭＯＳ 输出报表发现，潜变量“生态旅游动机”与“环境教育途径”之间残差修正指数较高，建立他们

之间的关联将会降低卡方统计量，增加显著性程度 ｐ 值。 因此，得到修正后的新结构关系模型 Ｍ２。 比较初始

假设结构模型 Ｍ１ 和修正结构模型 Ｍ２ 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表 ３），发现模型 Ｍ２ 比 Ｍ１ 能够更好地拟合样本数

据。 仅有丹顶鹤保护区 ＧＦＩ （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ＮＦＩ （ Ｎｏｒｍｅｄ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 指标和麋鹿保护区 ＧＦＩ、 ＩＦＩ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指标低于 ０．９０ 的理想数值，其余指标达到理想状态。 为进一步优化上述 ４ 项指标，再
次尝试对不同维度观测变量之间建立联系，如“生态旅游动机”维度中观测变量 ｘ５ 与“环境教育感知”维度中

的 ｙ２ 等变量之间的联系，再次形成新结构关系模型 Ｍ３，经检验拟合情况，发现模型 Ｍ３ 在各项拟合指标上没

有 Ｍ２ 理想，表明 Ｍ２ 已经没有进一步可供调整优化的空间。 因此，选择 Ｍ２ 为本研究的最终结构模型。

表 ３　 模型 Ｍ１ 与模型 Ｍ２ 拟合度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ｄｅｌ Ｍ１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Ｍ２

案例地
Ｃａｓｅｓ

拟合指标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理想数值

Ｉｄｅ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绝对拟合指标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χ２ ／ ｄｆ
１—３

ＧＦＩ
≥０．９

ＲＭＳＥＡ
＜０．１

增值拟合指标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ＡＧＦＩ
≥０．９

ＮＦＩ
≥０．９

ＣＦＩ
≥０．９

ＩＥＩ
≥０．９

精简拟合指标
Ｓｉｍｐｌｉｆｙ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越小越好
Ｌｏｗｅｒ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越小越好
Ｌｏｗｅｒ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丹顶鹤保护区 模型 Ｍ１ ３．０３４ ０．６０８ ０．１１２ ０．７８４ ０．６７９ ０．７３３ ０．６９１ ２１６８．４７２ ２６０９．９３３
Ｒｅｄ⁃ｃｒｏｗｎｅｄ
ｃｒａｎ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 模型 Ｍ２ ２．６９６ ０．８６８ ０．０９３ ０．９０３ ０．８５３ ０．９１６ ０．９０１ １１１６．６５５ １３９３．００６

麋鹿保护区 模型 Ｍ１ ２．６１２ ０．６５９ ０．１００ ０．８１２ ０．７２１ ０．７９５ ０．６３８ ２３９８．３２２ ２８３６．３５３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ｅ 模型 Ｍ２ １．９０１ ０．８９４ ０．０７５ ０．９３０ ０．９０２ ０．９２１ ０．８９２ １２６８．６０８ １６２９．４５１

　 　 注：表中英文缩写全称分别为：Ｄｆ（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ＧＦＩ（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 ＲＭＳＥＡ（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ＦＩ

（Ａｄｊｕｓｔ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 ＮＦＩ（Ｎｏｒｍｅｄ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 ＣＦＩ（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 ＩＦＩ（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 ＡＩＣ（Ａｋａｉｋ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ＣＡＩＣ（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ｋａｉｋ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３．３．３　 结构关系模型验证分析

参照 ＡＭＯＳ 输出报表中标准化参数估计值对本项研究最终模型进行假设关系验证分析（表 ４）。 依据

ＡＭＯＳ 生产的结构关系模型路径系数（标准化参数估计值）大小，可以更直观地判断最终结构关系模型中各潜

变量之间影响关系及潜变量中各观测变量影响程度（图 ２、图 ３）。 基于最大似然估计法（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ＭＬ）对本项研究的最终结构关系模型路径系数进行参数评估，可判断结构模型中假设关系对 ２ 个案例地是否

成立。 结合表 ４ 和图 ２、图 ３，发现初始假设关系 Ｈ１—Ｈ５ 在丹顶鹤保护区和麋鹿保护区均成立。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５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表 ４　 结构关系模型验证性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ｍｏｄｅｌ

假设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影响路径
Ａｆｆｅｃｔ ｐａｔｈ

标准化参数估计值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验证结果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丹顶鹤保护区
Ｒｅｄ⁃ｃｒｏｗｎｅｄ
ｃｒａｎ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

麋鹿保护区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ｅ

丹顶鹤保护区
Ｒｅｄ⁃ｃｒｏｗｎｅｄ
ｃｒａｎ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

麋鹿保护区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Ｈ１ 生态旅游动机对环境教育效果 ０．５１∗∗ ０．１４ 正向影响显著 正向影响

Ｈ２ 生态旅游动机对环境教育感知 ０．２９∗∗ ０．４７∗∗∗ 正向影响显著 正向影响显著

Ｈ３ 环境教育途径对环境教育效果 ０．２７ ０．２２ 正向影响 正向影响

Ｈ４ 环境教育途径对环境教育感知 ０．５６∗∗∗ ０．５０∗∗∗ 正向影响显著 正向影响显著

Ｈ５ 环境教育感知对环境教育效果 ０．１５ ０．４８∗ 正向影响 正向影响显著

　 注：∗显著性小于 ０．０５ 的相关性（２⁃ｔａｉｌｅｄ）；∗∗显著性小于 ０．０１ 的相关性（２⁃ｔａｉｌｅｄ）；∗∗∗显著性小于 ０．００１ 的相关性（２⁃ｔａｉｌｅｄ） 　

图 ２　 丹顶鹤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结构关系模型参数估计

Ｆｉｇ． 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ｄ⁃ｃｒｏｗｎｅｄ ｃｒａｎ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３．４　 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各影响因素的内在规律，对 ２ 个案例地 ４ 个基本维度的二维变量做深

入分析。 按照常用特征根＞１ 的标准，对公因子进行提取（表 ５）。 其中，“生态旅游动机”量表共提取 ２ 个公因

子，分别命名为“一般生态旅游动机”、“严格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量表共提取 ２ 个公因子，分别命

名为“常规环境教育途径”、“专门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量表共提取 ２ 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表
层环境教育感知”、“深度环境教育感知”；“环境教育效果”量表共提取 ５ 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知识效果”、
“行为效果”、“态度效果”、“技能效果”、“意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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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麋鹿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结构关系模型参数估计

Ｆｉｇ． 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３．４．１　 “生态旅游动机”基本维度

由图 ２ 和表 ５ 得知，生态旅游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丹顶鹤保护区，“生态旅游动机”对游客环境教育效果

（路径系数为 ０．５１）和游客环境教育感知（路径系数为 ０．２９）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其中，观测变量 ｘ３ 是

“生态旅游动机”维度中最重要的影响因子（０． ８４），说明来保护区的旅游者主要是对丹顶鹤感兴趣，ｘ２
（０．７９）、ｘ１（０．６６）等也是主要的影响因子。 以上分析说明丹顶鹤保护区的旅游者主要抱有“一般生态旅游动

机”，这可能与丹顶鹤保护区生态旅游尚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影响力不够有关。 Ｓｔｅｒｎ 等研究表明，旅游动机与

旅游者的环境行为具有直接关联性［３２］，处于起步阶段的丹顶鹤保护区需要增强对严格生态旅游动机旅游者

的吸引力。
在生态旅游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麋鹿保护区（图 ３ 和表 ５），“生态旅游动机”对环境教育效果有正向影响

作用（路径系数为 ０．１４），对游客环境教育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 ０．４７）。 其中，观测变量 ｘ８ 是

“生态旅游动机”维度中最重要的影响因子（０．９０），说明旅游者来保护区主要是学习湿地生态保护技能，参与

湿地生态保护活动，其次是 ｘ６（０．８２）。 综上可见，麋鹿保护区主要是“严格生态旅游动机”旅游者，对参与生

态旅游活动感兴趣，且能够在生态旅游过程中充分感知环境教育内容，这与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麋鹿保护区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生态知识宣传教育有关，也印证了 Ｄｅｖｅｓａ 等研究结果，旅游动机是确定旅游者类型的主要

因素，对旅游者的旅游感知、期望和满意度产生深刻影响［３３］。
３．４．２　 “环境教育途径”基本维度

在丹顶鹤保护区，“环境教育途径”对游客环境教育效果有正向影响作用（路径系数为 ０．２７），对游客环境

教育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 ０．５６）。 其中，观测变量 ｚ３ 是“环境教育途径”维度中最重要的影响

因子（０．８１），说明保护区的丹顶鹤博物馆是主要的环境教育途径，这属于公因子“常规环境教育途径”。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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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观测变量 ｚ８（０．７４），这可能与保护区开展的丹顶鹤放飞活动有关。 Ｌｕｏ 等研究表明，提供基于自然的环境

学习、教育和体验等教育途径，能够使“一个普通旅游者”转变为“一个生态旅游者” ［３４］。 所以在生态旅游发

展处于起步阶段的丹顶鹤保护区，需要加强像丹顶鹤放飞等专门而深入的环境教育。
在麋鹿保护区，“环境教育途径”对游客环境教育效果有正向影响作用（路径系数为 ０．２２），对游客环境教

育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 ０．５０）。 其中，观测变量 ｚ８ 是“环境教育途径”维度中最重要的影响因

子（０．８５），说明保护区开展的鹿王争霸赛、野生麋鹿探秘等可供游客参与的旅游活动深受游客喜欢。
Ｈｕｎｇｅｒｆｏｒｄ 等指出，通过环境教育参与活动能够改进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个体的环境体验和环境参与能

够有效提高旅游者负责任的环境行为［３５］。 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麋鹿保护区这些“专门环境教育途径”对保

护区开展环境教育起到重要作用。
３．４．３　 “环境教育感知”基本维度

丹顶鹤保护区“环境教育感知”对游客环境教育效果有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 ０．１５）。 其中，观测变量 ｙ３
（０．８２）、ｙ８（０．７９）和 ｙ５（０．７６）是“环境教育感知”维度中主要的影响因子，说明旅游者感知的环境教育内容主

要集中在“表层环境教育感知”，对于环境教育深层次内容感知不明显，这可能与来保护区的旅游者主要目的

是欣赏丹顶鹤，缺乏严格生态旅游动机有关。 这也是处于起步阶段的丹顶鹤保护区游客环境教育感知对环境

教育效果虽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的原因。 Ｂａｒｂｅｒ 等研究表明，游客环境教育感知的内容和程度直接决定其

环境教育效果［３６］，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麋鹿保护区“环境教育感知”对游客环境教育效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路径系数为 ０．４８）。 观测变量

ｙ２（０．８４）、ｙ７（０．７２）、ｙ６（０．７０）是“环境教育感知”维度中主要影响因子，表明旅游者环境教育内容感知主要以

“深度环境教育感知”为主，这可能与来保护区的旅游者主要抱有严格生态旅游动机有关，他们思考环境问

题，学习生态保护技能，参与生态保护活动。 旅游者在生态旅游体验活动中对环境教育内容的深度感知，能提

升自己负责任的环境行为［３７］。 正是如此，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麋鹿保护区游客的环境教育感知对环境教育

效果产生了显著影响。
３．４．４　 “环境教育效果”基本维度

丹顶鹤保护区“环境教育效果”维度中，观测变量 ｈ２０ 最重要（０．７９），其次是 ｈ１６（０．７６）、ｈ１７（０．７４）、ｈ１８
（０．７３）等，可见旅游者环境教育效果主要集中在“态度效果”上，意味着游客已经懂得了人与环境要协调发

展。 在“行为效果”中，ｈ２４（０．７２）路径系数较高，说明游客已在行动上保护丹顶鹤。 Ｖａｓｋｅ 等认为，旅游者态

度、行为意图和行为结果之间存在高度关联性［３８］，丹顶鹤保护区游客的环境态度也对环境行为产生了积极影

响。 “意识效果”中，ｈ８、ｈ９、ｈ１０ 的路径系数也在 ０．６ 以上，说明游客参观后环境保护意识也得到一定提升。
观察还发现，“知识效果”中 ｈ１、ｈ２、ｈ３、ｈ４、ｈ５ 和“技能效果”中 ｈ１１、ｈ１２、ｈ１３、ｈ１４ 的路径系数均较低（都在 ０．５
左右），说明这 ９ 个观测变量对“环境教育效果”维度的贡献作用不大，也表明游客的生态环境知识及环境保

护技能教育效果不太理想，这可能与来此游览的旅游者主要抱有一般生态旅游动机，学习愿望不强烈有关，也
可能与保护区采取的是常规环境教育，旅游者以表层环境教育感知为主有关。 而 Ａｉｐａｎｊｉｇｕｌｙ［３９］ 等研究结果

表明，旅游者的生态知识多少与其是否支持野生动物保护密切相关，所以在处于起步阶段的丹顶鹤保护区增

加旅游者对环境知识的掌握是非常必要的。
麋鹿保护区“环境教育效果”维度中，观测变量 ｈ１ 最重要（０．８５），其次是 ｈ２（０．７９），说明旅游者环境教育

效果主要集中在“知识效果”上，意味着游客增加了对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知识及其整体环境状况的了

解。 “态度效果”中 ｈ６（０．７４）、ｈ１８（０．７３）、ｈ１６（０．７１）路径系数均较高，表示游客经过生态旅游活动中的环境

教育，环境保护态度也有明显改变。 进一步观测发现，“行为效果”中 ｈ２１、ｈ２２、ｈ２３、ｈ２４、ｈ２５ 和“技能效果”中
ｈ１１、ｈ１２、ｈ１３、ｈ１４ 及“意识效果”中 ｈ８、ｈ９、ｈ１０ 的路径系数也均在 ０．６ 以上，说明这 １２ 个观测变量对“环境教

育效果”维度均起到了辅助作用。 上述分析表明，麋鹿保护区“环境教育效果”维度中，以“知识”、“态度”效
果作用为主，以“行为”、“技能”、“意识”效果为辅，共同对“环境教育效果”维度起到影响作用，也说明旅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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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态度”、“行为”、“技能”、“意识”均得到有效提高。 这可能与来此游览的旅游者主要抱有严格生态

旅游动机，学习愿望强烈有关。 同时，保护区采取的是专门环境教育途径，旅游者也是以深度环境教育感知为

主，这些也可能是有效提升旅游者环境教育效果的影响因素。 Ｚｈａｎｇ 等研究结果表明，增加旅游者环境知识

可以改变其环境态度［４０］，环境态度进而对其环境保护行为、技能、意识产生积极影响［４１］，这与处于稳定发展

阶段的麋鹿保护区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表 ５　 “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和“环境教育效果”因子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ａｙ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量表
Ｓｃａｌｅ

项目
Ｐｒｏｊｅｃｔ

丹顶鹤保护区
Ｒｅｄ⁃ｃｒｏｗｎｅｄ ｃｒａｎ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

麋鹿保护区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ｅ

因子载荷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ｉｎｇ

特征值
Ｔｈｅ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方差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因子载荷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ｉｎｇ

特征值
Ｔｈｅ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方差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生态旅游 公因子 １：一般生态旅游动机 ２．５６ ４３．５５ ２．６７ ４５．０７

动机量表 ｘ１ 来保护区度假游玩 ０．８５ ０．８８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ｘ２ 观赏保护区自然生态美 ０．８４ ０．８７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ｘ３ 对保护区保护对象感兴趣 ０．８３ ０．５５

ｓｃａｌｅ ｘ５ 通过保护区户外活动来锻炼身体 ０．７２ ０．７２

公因子 ２：严格生态旅游动机 ２．２１ ３７．５８ ２．１９ ３７．２７

ｘ４ 了解保护区生态系统知识 ０．６３ ０．５７

ｘ６ 参与社区、学校公司提供生态教育活动 ０．８２ ０．８６

ｘ８ 学习生态保护技能，参与生态保护活动 ０．８７ ０．８６

方差累计贡献率 ８１．１３ ８２．３４

环境教育 公因子 １：常规环境教育途径 ２．２９ ４１．６０ ２．８１ ４３．１６

途径量表 ｚ１ 本湿地自然保护区环境解说牌 ０．６２ ０．７５

Ｗａｙｓ ｏｆ ｚ２ 高素质导游解说 ０．４１ ０．７８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ｚ３ 参观生态博物馆 ０．６７ ０．８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ｚ４ 印有环境教育内容游客指南 ０．７３ ０．７８

ｓｃａｌｅ 公因子 ２：专门环境教育途径 ２．２５ ３８．１２ ２．６３ ３７．８２

ｚ５ 本保护区针对学生团体的环境教育 ０．７８ ０．５５

ｚ６ 为专业人士提供环境教育光盘 ０．８５ ０．８２

ｚ７ 针对旅游者开展的环境教育网络宣传 ０．７３ ０．８４

ｚ８ 供游客参与的专场环境教育活动 ０．７１ ０．７９

方差累计贡献率 ７９．７２ ８０．９８

环境教育 公因子 １：表层环境教育感知 ２．８６ ４６．７２ ２．５３ ４２．２５

感知量表 ｙ１ 本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知识介绍 ０．６８ ０．７７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ｙ３ 本保护区保护对象知识介绍 ０．７１ ０．７５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ｙ５ 本保护区历史文化知识介绍 ０．８１ ０．７６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ｙ８ 本保护区保护意义介绍 ０．５３ ０．７３

ｓｃａｌｅ 公因子 ２：深度环境教育感知 １．８４ ３４．０３ ２．１２ ３６．０４

ｙ２ 环境问题介绍 ０．５０ ０．６７

ｙ４ 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介绍 ０．６８ ０．６３

ｙ６ 环境保护技能介绍 ０．９１ ０．７２

ｙ７ 生态旅游者概念及内涵介绍 ０．８８ ０．７７

方差累计贡献率 ８０．７５ ７８．２９

环境教育 公因子 １：知识效果 ３．４２ １８．１８ ３．７２ １９．１８

效果量表 ｈ１ 对保护区生态系统知识基本了解 ０．７８ ０．６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２ 对保护区环境问题及重大责任基本了解 ０．７８ ０．７３

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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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量表
Ｓｃａｌｅ

项目
Ｐｒｏｊｅｃｔ

丹顶鹤保护区
Ｒｅｄ⁃ｃｒｏｗｎｅｄ ｃｒａｎ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

麋鹿保护区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ｅ

因子载荷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ｉｎｇ

特征值
Ｔｈｅ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方差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因子载荷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ｉｎｇ

特征值
Ｔｈｅ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方差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３ 对保护区保护对象知识有基本了解 ０．８４ ０．６８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４ 对生态旅游概念及其特点有基本了解 ０．６３ ０．８０

ｓｃａｌｅ ｈ５ 对保护区环境保护政策法规有基本了解 ０．６８ ０．７７

公因子 ２：行为效果 ３．３５ １７．２７ ３．５１ １８．２７

ｈ２１ 旅游中产生的垃圾能丢进垃圾桶或带走 ０．６２ ０．６０

ｈ２２ 游览中不投喂或攀折野生动植物 ０．６９ ０．６７

ｈ２３ 走设计路线，不干扰野生动物栖息地 ０．８３ ０．７８

ｈ２４ 劝阻或举报针对保护对象的违法行为 ０．７１ ０．８３

ｈ２５ 积极参与保护区环境保护、建设 ０．７２ ０．７７

公因子 ３：态度效果 ３．２８ １７．１５ ３．５１ １８．２５

ｈ６ 爱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 ０．５７ ０．６２

ｈ７ 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 ０．６４ ０．６３

ｈ１６ 尊重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性 ０．６７ ０．７０

ｈ１７ 游览中尽量减少对野生动植物干扰 ０．６２ ０．６３

ｈ１８ 加强对湿地旅游者生态保护教育与管理 ０．５６ ０．５９

ｈ２０ 人不能为满足自己而透支后代环境资源 ０．６６ ０．５２

公因子 ４： 技能效果 ３．０１ １５．８９ ３．０４ １６．２１

ｈ１１ 具有一定废弃物处理能力 ０．８０ ０．６２

ｈ１２ 具有对保护对象及生物多样性观察能力 ０．８４ ０．７８

ｈ１３ 具有选择对环境干扰最少旅游路径能力 ０．６６ ０．７８

ｈ１４ 具有鉴赏、感悟生态美的审美能力 ０．６３ ０．７２

公因子 ５：意识效果 ２．２６ １３．１１ ２．３９ １３．３７

ｈ８ 有帮助旅游者获得生态知识意识 ０．８２ ０．６０

ｈ９ 有生态知识主动学习意识 ０．７０ ０．７５

ｈ１０ 有环境问题忧患意识 ０．５４ ０．６９

方差累计贡献率 ８１．６０ ８５．２８

　

４　 结论与启示

（１）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模型中，基本维度因素的影响作用不同。
生态旅游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丹顶鹤保护区，生态旅游动机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教育途

径、环境教育感知对环境教育效果均产生正向影响；生态旅游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麋鹿保护区，生态旅游动

机、环境教育途径均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正向影响，环境教育感知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 ２ 个

案例地，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均对环境教育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
（２）二维影响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影响机理中的作用不同。

在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 ３ 个分维度上，丹顶鹤保护区分别以一般生态旅游动机、常规

环境教育途径、表层环境教育感知为主，麋鹿保护区则分别以严格生态旅游动机、专门环境教育途径、深度环

境教育感知为主。 在环境教育效果分维度上，丹顶鹤保护区游客环境教育效果主要集中在态度、行为效果上，
意识效果为辅，知识、技能效果作用较小。 麋鹿保护区游客环境教育效果则以知识、态度效果为主，行为、技
能、意识效果均起辅助作用。

１１　 ２３ 期 　 　 　 张宏　 等：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研究———以盐城丹顶鹤、麋鹿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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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旅游者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感知受到诸多异质性因素影响。 生态旅游地需要吸引更多具有严格生态

旅游动机旅游者，在常规环境教育途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的专门环境教育，使旅游者对环境知识有深度感

知，全面提升旅游者环境教育效果。 持续的生态环境教育及环境信息传播能够促使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从自

我主义者转变为利他主义者，这些社会价值观能够支撑形成一种的社会共识，即寻求环境保护和人类需求之

间的平衡［４２］。
（４）个体特征是影响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差异的重要因素，也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性别、年龄、职业、月

收入、受教育程度、旅游次数及停留时间的差异，都会对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及环境教育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本研究未能反映出个体特征对两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差异的影响，未来可针对不同旅游者对湿地自然

保护区或其它类型生态旅游地环境教育感知差异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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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２３ 期 　 　 　 张宏　 等：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研究———以盐城丹顶鹤、麋鹿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 　


